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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爭戰下的歐洲和平—「新區域主義」

與「全球化」的共生
衛民(
摘要

儘管在許多層面上，歐盟之出現及擴大，與歐洲過去的整合行動方案沒有什麼不同，但在一點意義上與過去截然不同—也即它是歐洲為因應全球化而產生的新治理型態，故有所謂「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之稱。換言之，經濟整合雖是戰後歐洲區域整合最成功的一環，但是經歷五０至七０年代，此一區域整合過程並未發生「新功能主義」（New Functionalism）所謂的「擴散效應」（spill-over effect）。

造成整合受阻的原因，外有包括布列頓森林體系瓦解、兩次石油危機造成各國紛採保護措施、歐洲無法脫離美國主導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約束，內有各主權國力拒歐洲政治聯盟的產生，出現所謂的「盧森堡妥協」（Luxembourg Comprise），從而導致歐洲會議須採「一致決」的議事規則。

本文即在探討，在七０年代中期歐洲整合已趨停滯情勢下，歐洲各國如何重新整合乃至在九０年代訂立「單一歐洲法」（Single European Act），建立了如今涵蓋歐洲地區二十七國的強大聯盟。此其中，國際政經環境中「美元衰微」及「冷戰落幕」之雙重轉型，提供外在環境，而各國為避免受困於「停滯性膨脹」以致結束凱因斯政策、重返經濟自由主義路線則構成歐洲國家內在政策的匯合。當然，促成歐洲聯盟形成原因甚多，不過歐洲在全球化競爭中居明顯劣勢地位仍是歐洲整合再出發的最主要推動力，本文指出各國政策匯合因素只能算是新區域整合的必要條件，仍非充分條件，最大因素仍應是歐洲各國為因應全球化挑戰形成的新區域整合，也即藉助於讓渡部分主權，歐盟各國因而更能擴大本身的職能，於此，兩岸似亦應從中獲得相當啟示才是。
關鍵字：歐盟、全球化、新區域主義、盧森堡妥協、單一歐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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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因應全球化挑戰的歐洲新區域主義
千禧年前夕，歐洲國家將本身部分的主權讓渡給歐洲聯盟此一區域組織，以因應全球化激烈的競爭，這項發展帶來幾項值得深究的議題﹕

( 歐洲區域整合對民族國家主權觀影響的問題；

( 歐洲區域整合在歷史上定位的問題；

( 歐洲區域整合與全球化競合的問題；

( 歐洲區域整合對治理所造成影響的問題……。

本章主要試圖以歐洲整合的過程來了解民族國家在全球化時期，運用區域整合所產生的結果與造成的影響，本章採取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的論述，文中假定近十數年來歐洲所經歷的是一種為因應全球化而產生的新區域整合過程，此種區域整合的性質與過去有明顯的不同。換言之，歐洲整合並非呈直線的發展，中間經歷長期的停滯，然後在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下，自1980年代中期重新啟動；同樣的，千禧年的單一歐洲，既不同於二十世紀以來的諸次歐洲整合，亦非歷史上各次歐洲統一帝國的再現，此一單一歐洲的型態不但是史無前例的，並且也不必然是當前或未來其他區域整合所模仿的對象。最重要的，新歐洲區域主義是受全球化影響，並影響全球化的一種與全球化並生的現象，本章僅就近十數年來歐洲區域整合的個案來對兩者間的互動加以探討，至於未來究竟會有何樣的發展仍有待更多具體事件的呈現才能有較清楚的了解。

一、單一歐洲？

歐洲常被認為是一個單一的個體，然而自公元4世紀末迪奧多西（Theodosius I, 379-395）將羅馬帝國分成東羅馬帝國與西羅馬帝國，這個大陸便處於分裂的狀態，
而大約在八世紀查理曼大帝時期一條劃分東西方的界線，就出現在後來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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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期分隔東西陣營的鐵幕這條線上。是以存於歐洲此塊大陸的，就如同戴爾瑪（Claude Delmas）在其1980年的著作中說的﹕

一直是日耳曼對斯拉夫，古羅馬歐洲對拜占庭歐洲，大陸歐洲對海洋歐洲，這些截然對峙局面—後來又加上了自由歐洲和非自由歐洲這個對立面，主宰了這塊陸地的歷史。「單一的歐洲」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若干個歐洲」，此時我們所談論的「歐洲文明」，實際所指的就是「西歐」（1989 [1980]: 31）。

然而，2007年為止，具有27國的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簡稱歐盟）已成為真正的單一歐洲，這是千年來僅見的現象，也是戴爾瑪在1980年寫作《歐洲文明》此書時所始料未及的，歷史並未必總是找得到它的鏡像的。

二、新區域主義﹕區內讓權、區外競爭

此波歐洲區域整合與過去歐洲區域整合不同的，是它乃是出現在全球化此一系絡中，是一種對全球主義挑戰的回應，具體而言，二十世紀共有三波的歐洲整合，第一波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大戰之間由德國所號召的帝國主義式區域主義，第二波是第二次大戰後由德、法發起、以經濟為核心的經濟區域主義，第三波則是1980年代中期歐洲所倡導的新區域主義（Telo, 2001: 4）。首波的區域主義乃是一種在區塊間進行零和競爭、對外採取經濟封鎖舉動的區域集團（regional block）；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歐洲區域整合，則是一種以美國為中心的霸權穩定體系下的多元主義產物；第三波的歐洲區域整合，則是屬於新全球環境的一環（Hettne, 2001: xvii）。

比較戰後兩波的歐洲區域主義，舊的區域主義是處於冷戰體系下的世界秩序，性質上是一種區域霸權主義，採取的手段是威嚇式的，至於新區域主義則處於後冷戰時期霸權衰微下的世界秩序，性質上是一種新區域主義，採取的手段是非威嚇式的（Hettne, 1999: 20-21），換言之，新一波的區域主義與舊區域主義那種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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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歐洲姿態的區域整合不同，它並非只關切區域內國家經濟合併的行為，而是屬於一種著重全球環境的外向式區域主義，（Hettne, 2003: 15），在這種區域主義下，國家利益與超國家利益不分，故有新歐洲區域是一種後現代的國家（post-modern state）的說法（Caporaso, 1996）。

本章首先討論千禧年出現於歐洲這項區域整合的性質，其次探討戰後首波的歐洲區域整合之緣起及其後來遭遇停滯的情形，再次則探討歐洲新一波區域整合的成因，及論述在1980年代中期此波區域整合形成的過程，最後，則就新歐洲區域主義所具的內涵與意義，作一總結。

貳、戰後歐洲的首波區域整合﹕由倡導到停滯（1950-1980）

如同前述的，歐洲整合的歷史並非起自二次大戰之後，而前期整合的範圍也並非遍及整個歐洲。兩次大戰間的第一波歐洲區域主義是由德國領導，最後終結了「大英和平」，第二次大戰後至1980年代初的歐洲整合，則主要建立在美國的霸權穩定體系下，隨著1970年代美國經濟實力的衰減及冷戰結束，此一整合也為之傾頹（Gambler, 2001: 25-26），不過戰後這段整合歷程，對於往後歐洲整合的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值得進一步探索。

一、消除德、法世仇的歐洲整合

戰後歐洲國家之所以會進行整合的原因很多，除了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有感於本身實力一落千丈、亟需謀求在美、蘇之間建立「第三勢力」外，德國與法國數世紀以來所具冤仇的化解，更是謀求建立歐洲穩定和平的基礎（McCormick, 2002: 56），誠如邱吉爾所說﹕「建立法國和德國的友好關係是重建歐洲家園的第一步，缺乏法國與德國的歐洲是不可能重生的。」（張福昌，2002: 8）因此修睦德國與法國的關係遂成為戰後重建歐洲的一項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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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戰後，歐洲初期的整合主要建立在下列幾個條約與組織之上﹕

（一）巴黎條約（1951）﹕「歐洲煤鋼共同體」

超國家的西歐整合過程，始於1950年。當時法國外交部長舒曼（Robert Schuman）提出所謂的「舒曼計畫」，隨後，法國、德國、義大利、比利時、盧森堡六國接受「舒曼計畫」的構想，在1951年於巴黎簽署「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European Coal and Steal Community, ECSC）。這項條約的第一層構想其實並不在經濟合作，而是欲透過對煤炭和鋼鐵這兩項攸關戰爭物質的共同籌謀，使戰爭受到牽制（陶在樸，1994: 11-12），舒曼在其宣言中表示﹕

為了歐洲統一，必須消除德國與法國之間數百年來的敵對關係。這個統一歐洲的計畫首先必須從結合德國與法國開始。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法國政府建議，立即採取一個關鍵性的行動，那就是將法國和德國的煤礦與鋼鐵產品，安置在一個對其他歐洲國家開放參與的共同組織「高級公署」底下統一管理……，按照這個方式所建立起來的煤鋼產品共同管理辦法，不僅會使法國與德國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變成不可能，而且也會使被用作戰爭用途的物質化為烏有……，這樣一來將可以奠定歐洲國家經濟統一的基礎。

此一局部聯盟，不僅解除了法國對鄰邦德國的戒心，也解決了德國早欲解決的薩爾煤田（die Saar-Frage）爭議問題，這是一項利用建立安全社群的觀念來防止戰爭的創議（Marchand et al., 901），當時此計畫又另外獲得義、比、荷、盧四國的同意加入，揭開了歐洲歷史上第一個嘗試以和平手段來完成歐洲統一任務的序幕。

循著煤鋼共同體計畫，上述六國又於1952年在巴黎簽署了一項「歐洲防衛共同體條約」（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 EDC）—目的在成立一支西歐防衛武力，隔年，六國又簽署了「歐洲政治共同體條約」（European Politic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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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然而由於許多法國人對「防衛共同體」的超國家組織性質頗為質疑，法國國會拒絕批准這項條約，防衛共同體的的失敗，也使得所有建立政治聯盟的希望都為之破滅，（McCormick, 2002: 67）。此後整合的過程遂轉向經濟層面，並在此層面獲得顯著的成功。

（二）羅馬條約（1957）﹕「歐洲經濟共同體」、「歐洲原子能共同體」

1957年，六個「歐洲煤鋼共同體」會員國在羅馬簽署「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EAEC, 又稱Euratom）。「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目標在於調和各會員國的經濟差異，進而促進各會員國的經濟穩定與繁榮；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的目的則在於透過共同的管理，促使核能的和平用途（張福昌，2002: 17）。

事實上，自始各國對於經濟共同體的構成型態就有爭議，由於當時經濟危機遍延整個歐洲，英國就力主成立包括所有歐洲國家的大歐洲自由貿易區，而反對這種「小歐洲」的組織，是故，英國、奧地利、瑞士、葡萄牙、及斯堪的拉維亞國家組成「歐洲自由貿易區」（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EFTA），把那些未能進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國家結合在此一組織下，致使「歐洲自由貿易區」與「歐洲經濟共同體」兩組織在歐洲形成均衡，代表對歐洲整合路徑所持的兩種不同觀點（陶在樸，1994: 13-14）。

（三）合併條約（1965）﹕三約合併

1965年，六國簽訂將「歐洲煤鋼共同體」、「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的行政機構和立法機構合併的條約，稱為「合併條約」，機構名稱也改為「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 EC）（簡稱「歐體」）。

合併條約的主要目的是要加強「歐洲共同體」的立法與行政功能，藉此增強「歐洲共同體」組織的影響力。不過，「合併條約」卻未能將分散於布魯塞爾、盧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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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和史特拉斯堡的行政所在地或會議場所合併為一，也未能如原來所願地將三大共同體條約合併為一個共同的條約，其中當然有許多難以克服的因素（張福昌，2002: 24）。不過自「歐洲共同體」成立的前十多年，由於會員國間關稅的廢除及其他整合措施的得力，使六個會員國受益匪淺，德國的出口業由1955年的17.7億馬克擴張到1971年的156億馬克，成長近10倍，同一時期義大利的出口更成長了14倍之多（陶在樸，1994: 16）。

二、整合停滯

歐體在經濟層面的成功，並未擴散到政治等其他層面，此階段歐洲整合的停滯，除說明了主張經濟整合會帶來「擴散效果」（spillover effect）的「新功能主義」論點失敗（Hettne, 2003: 27-28），也顯示未來歐洲整合，在內涵與過程上必須脫出傳統區域整合的窠臼，型鑄新的區域整合方案，才得以有更大的進展；無論如何，此階段整合的成敗得失，仍與未來整合的發展有極大的關係，欲對此有進一步的認識，主要可以從國國際與國內兩層面來著手。

1. 國際環境的限制

到1970年代末期止，歐洲整合的野心有限可以說是受到機會有限的阻礙，經歷了布列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及兩次石油危機的打擊，歐洲經濟復甦的力道一直相當脆弱（McAllister, 1997: 127），美蘇之間的冷戰結構也侷限了歐洲推動進一步政治整合的機會，這些都是構成國際環境對歐洲整合限制的主要因素。

（1） 經濟景氣衰退

歐洲經濟共同體六個會員國為求經濟進一步整合，在1962年制定「共同農業政策」，同意將各國農業政策交由共同體統一制定。1968年則成立「關稅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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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非EEC會員國國家的進口商品採取共同關稅稅率；隔年，EEC在海牙開會達成共識，認為共同體應提出一項「經濟暨貨幣聯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MU）計畫，此即次年的「魏納報告」（Werner Report）。
依照這項報告之構想，EEC除應分三階段在1980年前成立「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並應成立「經濟政策決策委員會」與「共同中央銀行體系」兩個傾向超國家之組織結構（朱景鵬，1994: 26）。

惟1971年美國因為財政困難，宣布取消美元兌換黃金的「金匯本位制」（Gold Exchange Standard），各國紛予跟進，致戰後成立的國際貨幣制度「布列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為之瓦解（McCormick, 2002: 73），再加上1973年及1979年兩次的石油危機，各國都捲入世界經濟危機的漩渦中﹕成長率低落，失業率劇升，整合的願望與整合的能力都大大受到傷害，對於完成「經濟暨貨幣聯盟」之意願變得相當薄弱，至此「魏納報告」宣告失敗（朱景鵬，1994: 26）。

換言之，脆弱的經濟復甦、兩次石油危機的打擊、以及各國紛採取保護措施，這些都是造成歐洲整合進入僵局的背景（McAllister, 1997: 127）。

（2） 冷戰陪襯角色

戰後首波的歐洲整合，如果不考慮美國霸權的影響是難以想像的。在以美國為中心的霸權穩定格局下，歐洲推行的，是一種以貿易國家、開放市場、以及國內凱因斯主義為重心的「泛大西洋穩定」（Transatlantic stability）模式（Telo, 2001: 3）。由於兩次大戰都發生在歐洲大陸，遭受嚴重破壞的歐洲，戰後從過去世界領導者的角色淪為接受美國援助的對象，而有見於蘇聯在戰後迅速擴張勢力範圍，美國為防止蘇聯的繼續擴張，因此組織聯盟來抗衡蘇聯，在歐洲中部形成一道分隔兩大集團的「鐵幕」，國際關係遂進入美、蘇兩大集團相互對抗的「冷戰」時期，歐洲頓時令人覺得有如「無人之境」，成為美蘇兩大集團間的緩衝國（Delmas, 1989: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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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雖有感於命運操縱於他人手上，亟思在美、蘇間建立第三勢力，遂傾力推動歐洲整合，但卻因內、外條件不足，仍難以擺脫棋子的角色。就以1950年初防衛方案為例，歐洲國家籌組建立一支歐洲軍隊，並由各國國防部長組成，但因為英國反對而作罷（McCormick, 2002: 195）；而1952年的「歐洲防衛共同體」計畫，又由於憂心該組織的超國家組織性質，在條約批准過程中遭到法國否決。及至規範西德武力的問題，雖然此項問題於該國在1955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後獲得解決，但歐洲國家卻將以歐洲為主導的防衛方案，轉由以美國為主導的NATO來代替，突顯出歐洲整合的企圖心仍受到國際大環境的限制。

2. 主權國的抗拒

戰後歐洲整合發展出現了近三十年的停滯，另項主要原因是各國堅守主權原則，致使國內法規無法與區域整合的需要配合，並且各國普遍以保護國內產業為施政方向，全力維護自身的經濟自主性（Schirm, 2002: 57）。這種竭力維護各自主權的作法明顯的表現在幾次的政治聯盟主張上，並形成影響深遠的「盧森堡妥協」（Luxembourg Comprise）。

（1） 政治聯盟受阻

在歐洲整合初期出現多次有關政治聯盟的方案，最早是1952年的「歐洲防衛共同體」（EDC）計畫，其後有法國提出的「弗薛計畫」（Fouchet Plans），1970年的「歐洲政治合作（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以及1975年「丁德曼報告」（Tindemanns Report），這些計畫皆因各國在主權原則上的看法不同，終遭致失敗的命運。

a. 弗薛計畫（Fouchet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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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曾述明，1952年在法國擔憂超國家組織下，「歐洲防衛共同體」胎死腹中，連帶也使得其他政治聯盟的構想銷聲匿跡，至1961年法國駐EEC首席代表弗薛（Fouchet）提出一項「歐洲民族大團結」計畫，其目的在於建立一個歐洲國家不可分割的緊密同盟，藉以建立共同外交政策，並透過共同國防安全政策之建立，保障會員國之安全。此項計畫乃係反應當時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的觀點，根據戴高樂的想法，僅憑法國單一的政治經濟實力，是不足以使法國在國際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該項計畫一方面主張要深化外交、防衛等領域的合作，另方面卻又不採取超國家組織來制定共同的政策，而是由各會員國元首組成之組織，以「一致決」原則來決策（陶在樸，1994: 14），法國此種憂心超國家組織的看法，與當時共同體執委會（Commission）主席德籍的霍爾斯坦（Walter Hallstein）主張設置政府間（Intergovernmental）組織的看法有異，同時計畫中亦未將該組織與NATO的關係列入考慮，不符其他會員國的想法，其間雖經折衝，終未獲其他會員國支持而告失敗（朱景鵬，1994: 26）。

b. 歐洲政治合作（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

在前述政治聯盟計畫受阻後，歐洲整合的焦點便轉向單一市場的建立上，惟於1969年提出成立「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的EC 海牙會議上，亦決議起草「歐洲政治合作綱領」。根據此一決議，1970年歐洲共同體的六會員國便在盧森堡集會，會中通過「達維農報告」（the Davignon report），亦稱「盧森堡報告」，此一報告主張在「歐洲政治合作」的架構下，發展共同的外交政策；此一方案雖然獲得局部成功，並且也得以延續至今，但是這只是一個置身於共同體之外的鬆散性志願組織，在主要的外交政策的決定上必須採取「一致決」，各項行動都有賴政府間合作，本身並無執行的組織制度，也即只能消極回應而無法主動出擊，最後，這項機制也未被納入歐體的基礎條約中（McCormick, 1997: 76 & 195-97）。

c. 丁德曼報告（The Tindeman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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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4年，EC九個會員國（前一年，英國、丹麥、愛爾蘭加入）國家元首高峰會，指出對歐洲聯盟此一概念具有一致看法的時刻已經來臨，一份以比利時總理丁德曼（Leo Tindemans）為名的報告於1975年末提出，丁德曼認為EC的結構是不均衡的，必須將其建築完備，否則將會造成傾塌（McCormick, 1997: 118）；報告中對於歐盟此一概念提出較完整的定義，包括外交、國防、經濟、貨幣、人權等方面，並指出為了歐洲整合的持續發展，可以採取「兩種不同速度的整合」，以推展整合運動。丁德曼報告主要受到重視的是其對外關係領域，在能源政策、對美關係，及EC 的安全與防衛等領域的共同政策上，尤其引人重視，但是整體說來，這份報告並未獲得有效的運用（朱景鵬，1994: 27）。

（2） 盧森堡妥協

儘管「盧森堡妥協」發生於1966年，在時間上甚至要早於上述若干政治整合方案，但是此項事件所反應的議題不但極為重要，並且普遍呈現在往後與之前的許多歐洲整合方案所面臨的問題上，其重要性一如馬侯尼（Robert Marjolin）所評論的﹕共同體的形式因此次事件至少維持了二十年之久，
因此有必要單獨加以討論。

盧森堡妥協一案起於1962年，當時碰巧有必要將農業政策與EC轉型階段時間表兩項議題同時決定。斯時執委會主席霍爾斯坦提議在1967年中將完成農業與工業共同市場，農業稅金自該時起，將直接付給EC，而工業產品進口稅的交付則可分年實施；而在此同時，執委會又提議改變它在預算事項上的制度權限，
以致執委會在預算事項上形同EC的政府，連多數決也無法凌駕它。法國一向堅持以農業交易為重心的立場，此次也決定阻止執委會的準政府企圖及其對多數決所提出的改變。當1965年執委會對上述主張基本上仍維持原議，法國召回在EC中的代表，實施所謂的「空椅政策」（the policy of ‘empty chair’），以杯葛「部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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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的議事；為了解除此種僵局，EC會員國於次年通過了「盧森堡妥協」建議案（McAllister, 1997: 31-34）。

根據這項建議案，每個會員國政府在表決攸關該國「重大利益」（vital national interests）議案時有否決的權利，也自此為羅馬條約所允許的多數決不再採用，而以「一致決」作為表決的正式原則；「盧森堡妥協」雖只是一個類似君子協定的協議，並非正式的協議，但一直被認為是阻礙EC制度改革多年的主要因素，它實際上在歐洲整合運動中產生了「否決的文化」（veto culture），而此一傳統一直要到二十年後的「單一歐洲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的出現才放棄（Ziltener, 2000: 38 & 65）。

二、 歐洲整合的重生﹕「新區域主義」（1980〜 ）

從50年代發展到60年代的歐洲區域整合運動，到了70年代後，已經顯得奄奄一息，不僅在實務界未見有重大的進展，這項議題在學術界也逐漸乏人問津（Marchand, 1999: 901），歐洲區域整合的復甦，一直要到80年代中期後，隨著國際貨幣制度的解體、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席捲全球、以及兩極對立的冷戰體系中止，才發生，此一趨勢並跨越過新世紀而持續至今（Telo, 2001: 7）。

（一） 全球化衝擊

新一波的歐洲整合，並非如30年代那種單純以領域為基礎、提倡自給自足經濟的區域整合，此波的整合動力主要來自全球市場的衝擊，歐洲國家置身全球化經濟的衝擊中，追求的不單純是「區域性」（regionness）的獲得，而是一種本身與全球化相對應的位置，也即這波新區域主義代表一種在全球經濟競爭中，政治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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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力量的重新組合與集中（Mittelman, 1999: 27）。

1. 經濟競爭居劣勢的歐洲

自從布列敦森林體系瓦解，國際體系呈現重大變化，其中逐漸出現全球大都會（global cosmopolitan）的概念（Gamble, 2001: 23），面對美國與日本卓越的經濟表現，歐洲逐漸喪失競爭優勢，這種在競爭中處於劣勢地位的覺醒，是歐洲區域復甦的重大推力，例如，法國於1983年提出的歐洲重生報告，便指出歐洲競爭力下降的情形，並認為這種劣勢不是個別國家可以對抗的，歐洲國家只有透過整合方案，才能避免「經濟巴爾幹化」，不致淪為世界經濟的邊緣（Ziltener, 2000: 49）。又如1985年接任歐洲執委會主席法籍的戴洛爾（Jacques Delors），亦指出共同市場是挽救歐洲沒落的基礎，不過他雖強調歐洲整合的經濟面向，但卻力求方案在政治面向上能獲得平衡，也即在他看來，歐洲合作並不只是一場對抗經濟衰落的戰爭，也是一場面對社會退化的戰爭（Ziltener, 2000: 56）。

全球化的競爭壓力最明顯的表現在市場自由化的措施上，歐洲在此方面的成績不佳，諸如政府採購等透明化工作推動並不順利（McAllister, 1997: 129），整合方案中的共同市場雖已建立，關稅聯盟也已產生，但是人員、資金的流動仍受到很大限制，致使歐洲國家仍然缺乏全球競爭力，為了回應美、日等國的競爭，歐洲議會開始構思重回羅馬條約的原始目標，在所提的整合方案中，建議透過決策過程的改變，移除尚留存於市場中的非關稅障礙，以創造真正的單一市場，（McAllister, 1997: 72-74）。

經濟管制解除是過去三十年來全球共有的趨勢，而自由化趨勢和冷戰體系解體、兩極對立消除等政治霸權體系的轉變，有相互對應的關係，歐洲整合的復甦事實上是處於美國霸權穩定體系「雙重轉型」的時期﹕自1970年起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地位中落，到1990年初冷戰體系又結束，凡此都都有助於歐洲區域整合的再起（Telo, 200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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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權遭遇衝擊的民族國家

歐洲整合的壓力亦來自歐洲國家內部的要求。1970年代以來，面臨世界經濟不景氣，EC各會員國亦出現高通貨膨脹與低度成長的「停滯性膨脹」問題（stagflation），各國亟求採取供給面的政策措施以為因應，1980年代起，西歐各國保守派紛紛獲勝，此種現象標誌著「凱因斯主義」（Keynesian School）這種以財政政策彌補市場需求不足的政策主張，已經沒落，西歐各國中止社會主義的擴張政策，在經濟政策上改採嚴峻措施，即連英、法兩國的工黨與社會黨亦出現政策轉軌，西歐各國這種在內部經濟政策上相對匯合（relative convergence）的情形，構成了區域經濟整合的重要必要條件（Ziltener, 2000: 40-42）。

另者，歐洲若是要邁入真正的單一市場，貨幣聯盟的建立厥為不可或缺的條件，但貨幣的統一象徵各國主權的失落與政治聯盟的發展，會遭遇主權國家相當強大的阻力，在1970年代初期「經濟暨貨幣聯盟」（EMU）的構想之所以失敗，除了遭遇國際經濟不景氣的打擊，另外各國亦不願意放棄本身權力、紛紛採取工資與物價管制等政策措施以因應經濟危機，亦是主要原因（McCormick, 1997: 72-73）。

自「現實主義」的觀點，會員國在遭遇國際經濟不景氣的打擊時，願意放棄局部主權，轉而以區域整合的機制來因應，是難以理解的，因為如此將喪失會員國所賴以存續的最重要武器—主權，也即對武力合法使用的壟斷，然而此一觀點用之於12世紀以來的國家或可以理解，但在20世紀後半葉，處於現代資本主義下的國家，遭遇各種經濟與政治懲罰的限制，遠大於武力的作用，這種觀點便不再適用（Marks et al. 1996: 352），為求因應全球競爭，各國遂不得不重新調整傳統的主權立場，轉向新區域主義的途徑。

（二） 制度改革的萌發--「一致決」vs.「多數決」

1980年代前半葉，是歐洲整合的轉捩點，此一時期充斥著各種由個人、國家以及機構所提出的改革方案，這些方案的形成時期或是相互交錯，或是彼此重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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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內容也或有衝突，或有雷同，至於方向更難以一致，因此究竟何者是最後構成「單一歐洲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 SEA）的主要力量，無法輕易認定（McAllister, 1997: 129），本文論述的焦點既在制度演變，故將討論主要集中在EC決策面向的改變上。

1. 前奏--「根舍-哥倫坡提案」（1981）、「建立歐洲聯盟條約草案」（1984）

在眾多政治改革方案中，源自德、義兩國的「歐洲聯盟建議案」--又稱「根舍-哥倫坡提案」（Genscher-Colombo Plan），與由歐洲議會提出的「建立歐洲聯盟條約草案」，是最重要的兩項方案，此兩項方案幾乎同時進展，並且彼此洞悉對方的進度（McAllister, 1997: 160），最後雖未直接形成「單一歐洲法案」的內容，但其中所涉觀點形同改革前奏，值得予以進一步探討。

1981年西德外長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和義大利外長哥倫坡（EmilioColombo）聯合提出「歐洲聯盟建議案」，即所謂的「根舍-哥倫坡提案」。這項提案的提出緣由，據根舍的文膽漢森（Von Niels Hansen）表示，與當時冷戰加劇帶來的全球憂心有關（McAllister, 1997: 155）。提案的德、義兩國隨著經濟能力的增強與對EC 法制控制的日漸要求，提出這份具有強烈「聯邦主義」色彩的提案。

此一提案主要在塑造邁向歐洲聯盟的步驟，內容重點包括共同市場的完成、共同外交政策的建立、以及在「部長理事會」增加多數決的採行等事項；方案中主張各會員國元首基於整合過程中所形成的合作觀點，應該簽署一項在五年後對歐洲法案進行全面評估的協定；
此一提案在外交政策上的建議雖獲較多的支持，但在安全政策上的建議卻遭到包括英、法、愛爾蘭等國的反對；而在制度發展方面，方案內提及，要增進「歐洲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及「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的角色，例如要將「歐洲議會」發展成真正的國會，但遭到丹麥、英國、及法國等國的反對；最後，方案強調回復「羅馬條約」所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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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決」是增進EC 能力的關鍵（Ziltener, 2000: 45）。

1983年「歐洲會議」（European Council）根據「根舍-哥倫坡提案」，通過「歐洲聯盟嚴正聲明」（Stuttgart Solemn Declaration）此一聲明，名稱雖加上「嚴正」之字，但避開法案（Act）名稱，仍然形式多於實質（陶在樸，1994: 15）；也即此一方案並未變成共同整合方案的基本協定，在十會員國（1979年希臘也加入EC）中，五國仍遵守否決權原則，對於「盧森堡妥協」並未產生有效的限制（Ziltener, 2000: 45），就其意義而言，這項提案可說是介於演練實際政治與服務國內政治之間的一個政治方案（McAllister, 1997: 159-60）。

相較於「根舍-哥倫坡提案」的全面改革意圖，「歐洲議會」所提的「建立歐洲聯盟條約草案」則較為保守。自從1979年「歐洲議會」議員產生方式改採直選後，此一組織的權威即大幅度的提升，1981年以「歐洲議會」議員史比內里（Altiero Spinelli）的提議為基礎，「歐洲議會」成立了一個研究制度改革的委員會，1984年「歐洲議會」並根據此一委員會的提議，通過了「建立歐洲聯盟條約草案」，根據此一條約草案的建議，除非在條約另有明文規定，歐洲會議以採「多數決」為原則，對於盧森堡妥協中有關重大國家利益的採用，將以十年為期予以完全取消；惟此項條約草案終以法國的反對而銷聲匿跡（Ziltener, 2000: 47）。

法國在歐洲政策的轉圜是1983年兩項帶來歐洲整合進展的因素之一（另一項是當年歐洲企業家的圓桌會）。事實上，上述多項歐洲整合的創議都遭到法國的反對，自第二大戰結束後，法國即一直是歐洲聯邦主義的反對者，在戴高樂主政時期，法國即主張在歐洲建立一個「國家聯盟」，以抗衡美國的勢力，但法國並不主張成立一個超國家的組織來制定共同的政策，主張歐洲是「祖國的歐洲」，而與另外一派強調建立聯盟作為「歐洲的祖國」的路線不同（陶在樸，1994: 14）；但自1982年社會黨密特郎上台起，法國對歐洲整合的政策開始有了重大的轉變，1983年法國提出其對於歐洲整合的方案，其中指出歐洲競爭力下降的事實，並認為沒有任何西歐國家有能力自行面對包括上述競爭力下降、微電子革命、及失業等問題的挑戰，因此主張只有透過歐洲整合的創議，才能預防歐洲在世界經濟中被邊緣化的命運（Ziltener, 2000: 49）。

法國在此一方案中建議在部長理事會中重採「多數決」，在隨後密特朗的演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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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一項新的歐洲整合方案，不只是代替舊有的方案，並要包括目前所無的領域，在此方案建議中，法國並未整個取消否決權，而是主張在特定案件上對國家採取否決權予以限制，另外法國也接受區域整合可有「不同速度」、「不同地域」發展的必要（Ziltener, 2000: 50）。法國的此項方案，也替即將於1985年接任歐洲執委會主席的法籍戴洛爾（Jacques Delors）的改革行動奠定基礎。1984 年「歐洲執委會」在楓丹白露的會議，接受密特朗的建議成立了一個研究機構改革的「道智委員會」（Dooge Committee），這一委員會研究結果取代了歐洲議會「建立歐洲聯盟條約草案」的主張（Ziltener, 2000: 52）。

2. 盧森堡包裹（1985）

1984年歐洲區域復甦正式起飛，其中包括密特朗主掌法國新歐洲政策及其多位閣員進入EC 各項組織、英國同意德、法提出的預算建議、歐洲執委會重生、以及最後在密特朗倡議召開「政府間會議」（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促成歐洲會議在盧森堡召開從而展開隨後一連串的制度改革……，此一階段的歐洲整合行動被稱作「盧森堡包裹」（Luxembourg package）。

盧森堡包裹，與傳統的整合過程不同，它是經由「整合方案」「integration project」由上而下的力量形成的，而非「擴散效應」而形成的一種「最小公倍數」的模式（Ziltener, 2000: 44），在過程中，採包裹交易（package deals），是由各國之間以政治議價（political barter），或肉桶式協議（logrolling）達成協商的，其中各會員國在政策上的相對匯合、包括法、德政治企業家密特朗與舒密特兩人的連轡共行、以及包裹表決的運用，都是促使盧森堡包裹順利完成所不可或缺的條件。

包裹交易是一種藉乎一致決與多數決之間的議事運作型態，換言之，在盧森堡包裹過程中，政治議價的產生，代表了一致決仍然有其地位，亦即，多數決使各國政府的保留不是被接受就是被拒絕，中間沒有轉圜餘地，如此反而有可能阻礙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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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整合的動力。對整合而言，拒絕整合必須清晰，要具有附帶賠償（side payment）以及諸如防衛條款（safeguard clauses）、暫時退場（opting out）等豁免規定；包裹交易，則是採取政治議價方式，任一件創議都與能將交易綁在一起的考慮連結起來，這一作法甚至超過歐盟的架構（Ziltener, 2000: 43）。

這種包裹交易，乃屬於一種「非霸權式的合作」（non-hegemonic cooperation）方式，也即沒有任何個別成員能以自身所具的權力資源或制度地位，獨立推動整合過程，每一次的整合都需要幾個國家構成聯盟才能推行，只有同時具備像法、德這樣政治上居於整合核心的國家與反核心國家，歐洲整合方案才可能實現，這已經成為存於每一個成員心中一項歐洲整合的不成文「憲政現實」。在此情形下，小國也絕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在許多方面，歐盟用形式的平等來彌補實質上的不平等，而小國也可以集合起來以發揮其影響力。儘管如此，小國除了偶爾在程序規則討論上嶄露頭角，一般並無法引領風騷。而在建立聯盟上，相同的政治體制與政經利益要較幅員更具影響力（Ziltener, 2000: 43-44）。

攸關歐洲區域復甦的另一項因素，是「歐洲執委會」的再生。過去在盧森堡妥協的限制下，執委會已經退化成技術顧問的角色，執委會最大的成就是在提出像「達維農報告」這樣的研究案（此一報告主張發展「歐洲政治合作」的架構，見前述）。1984年起法國團隊開始進駐EC各個組織，法國外長出任該年前六個月的部長理事會主席，法國總統則出任歐洲會議主席，兩位執委會主席候選人都是法籍，最後由戴洛爾繼任五年一任的主席職位（Ziltener, 2000: 53-54）。戴洛爾強烈認同共同市場是歐洲整合方案用以對付歐洲沒落的基礎，認為要強化EC 的自主性與確保歐洲的未來，會員國一定要追求一致的對外政策，在這位拿破崙主義者（Bonapartism）的強烈運籌下，「歐洲執委會」此一唯一的超國家政治推手、獨立的統合行動者、以及強大的議題引導力，變成最適宜推展戴洛爾宏圖的機構，也即在他眼下，「歐洲執委會」成為「歐洲建築的工程師」，執委會的再生成為歐洲整合的起飛一項重要因素（McCormick, 2002: 77）。

具備前述要件後，真正推動盧森堡包裹上路的，是「政府間會議」的召開。前述「道智委員會」在1985年提出報告，對於內中關於建立政治統一的方案，各國各有意見，最重要的歧見是出現在制度改革上，英國、丹麥、與希臘三國都反對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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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採取條件多數決或簡單多數決作為歐洲會議決策的新原則，最後「道智委員會」的報告建議召開政府間會議以協商「歐洲聯盟」的條約草案；但是英國反對召開此項政府間會議，在英國看來，這項會議將是一個充滿了聯邦主義主張的「潘朵拉盒子」（Pandora’s box），是不能輕於開啟的，相對的，英國則建議以一個在法律上無拘束力而各國具有否決權的君子協定來代替（Ziltener, 2000: 60-61）。最後在法國倒向創始六國一邊，對抗英、丹、希這邊，終於在米蘭歐洲會議上通過執委會「完成單一市場白皮書」的提議，並決議召開「政府間會議」以修改「羅馬條約」，這項決議意味著將制度改革與單一市場聯繫起來討論，反聯邦主義者所擔心的潘朵拉盒子於焉開啟，然而過去根社-哥倫坡提案、司圖佳特嚴正聲明、以及執委會的條約草案各方面的支持者則全都匯集到支持陣營中（Ziltener, 2000:62）。

上述方案在德、法的連轡出擊（沒有德國在經費上的讓步及法國在主權上的讓步，任何整合方案都是無法成功的）及歐洲議會由從旁監看到直接介入，歷經多次折衝，重頭戲的政府間會議終於於1985年召開，此項會議牽涉數個領域，最後在攸關組織改革的部分，出現了戴洛爾所謂的「鏈鋸大屠殺」（chainsaw massacre）—在「單一歐洲法案」此部分之表現上，條件多數決並未成為普遍的處置，法案並對條件多數決作出了緊密的限制，由而制度改革也依然受到緊密的限制，而執委會與歐洲議會這些超國家組織的角色也只有非常小幅度的增強。換句話說，條件多數決既被視作超國家組織的指標，它的採行即顯示否決文化的揚棄，就此來看，議事仍然不免受到緊密的限制（Ziltener, 2000: 65）。

儘管不滿意，但是對於任何一方而言，由於經過多年的完全停滯，盧森堡包裹總算提供歐洲未來整合步驟的遠景，這樣的結果代價不可謂不高﹕民族國家完全開放市場將喪失本身規制的職能，而替代的超國家組織又很不安全，但是就是這種看重整合得以持續的觀點，是了解1980年代整合突破之所以展開的關鍵（Ziltener, 200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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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單一歐洲法（1987）

1986年歐洲議會通過前一年在米蘭所提的「單一歐洲法」草案，隨即EC 十二國外長簽署完「單一歐洲法」，並經各會員國批准後，於1987年7月1日生效。這項法案的內容大致有如下的重點（張福昌，2002: 25-26）﹕

一、建立「歐洲單一市場」﹕依據「單一歐洲法」的規定，EC 要在1993年1月1日起建立一個無疆界的內部市場，讓EC內的人員、商品、勞務、和資金能夠自由流通。

二、改革「歐洲共同體」的組織與功能﹕（一）在加強「歐洲議會」權責方面，歐洲議會在羅馬條約的規定中，僅具有被諮詢的功能並無參與表決的權利，在「單一歐洲法」中，歐洲議會獲得了參與決策的權力；（二）在修改「部長理事會」議事表決方式上，「一致決」的投票方式，自1966年盧森堡妥協後，成為部長理事會表決議案的主要工具，各會員國都具有否決權，而在單一歐洲法中規定，所有有關稅率、就業、勞務、資金、共同運輸政策、及整合會員國法律等六類議案，皆改為條件多數決的表決方式，提高了部長理事會的議事效率；（三）在加強「歐洲執委會」的功能上，「單一歐洲法」將EC 的權限範圍擴大到外交政策、科技研究、及環保政策等合作事項上，由而增強了「歐洲執委會」的功能及重要性。

三、擴大歐洲共同體的合作領域﹕「單一歐洲法」將EC的合作層面擴大到外交政策、科技研究發展、經濟與社會均衡發展、及經濟與金融政策諸領域。1980 年代中期改革的願望帶給EC建立新秩序的希望，最終以單一歐洲法的形式使得全部有關的協議得以擴充。斯時影響此項發展的外部因素﹕其一是世界經濟結構變化帶來的影響，西歐與美國、日本的競爭日趨激烈，亞洲四小龍的興起亦帶給EC國家相當大的衝擊；其二是歐洲自我維繫的需要增強，在當時美、蘇兩極對立的情勢中，歐洲有必要以整合增加籌碼。至於影響本身整合的歐體內部因素則有﹕一、英、法、德三個大國各具有其政經目標；二、境內大的跨國公司對市場開放的要求（陶在樸，1994: 18-19）；三、要求EC 內部弱成員國自由化以增進對其的投資，四、條約的曖昧性，使得各國有宣稱本身利益已獲保障的空間（Marks et al.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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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區域主義與世界新秩序

根據前述討論，歐洲國家在1980年代遭遇全球化的衝擊，不再如前期對國家主權那樣堅持，而願意在若干議題上讓渡部份主權給區域組織，例如在EC制度改革中，會員國對於一致決不再那樣堅持，在不少事項上都同意採取條件多數15決，類此的轉變原因，可以從兩個方向來討論﹕

第一，這是前期整合經驗累積的結果﹕前文已經指出，戰後歐洲整合並不是一個直線的發展過程，經歷五、六O年代的發展，歐洲區域整合到七O年代末、八O年代初已經面臨停滯的現象，二、三十年來的區域整合過程並未發生新功能主義所謂的「擴散效應」— 也即經濟領域的整合並未向政治等領域擴散。就以EC的表決方式為例，為解決會員國在重大事件上所發生的歧見，1966年產生了盧森堡妥協，此一建議案，主張會員國可以根據「重大國家利益」的理由，對EC議案提出否決，而不採取在羅馬條約中所規定的條件多數決，由於此項妥協的存在，EC的制度改革受阻達二十年之久。直到1986年單一歐洲法才重新回到羅馬條約的規定，局部採取條件多數決。因此就此一觀點來看，歐洲整合並非一由戰後至當前的直通車，而今日歐洲整合的範圍，亦非戰後初期美、蘇兩大集團嚴峻對峙階段所能想像，甚至亦非千年來歐洲任何一時期的整合所能項背，由此看來，這一波由八O年代中期重新啟動的歐洲區域整合，還要從前期經驗以外的因素來了解。

第二，這是當前全球新環境所造成的結果﹕在八O年代中期以後，許多新生的因素都與新一波的歐洲整合，有密切的關聯。例如，自三O年代後以來盛行的凱因斯主義，在各國於七O年代面臨全球性的停滯性膨脹，終於劃下句點，這種阻止普遍自由化的政策路線退出各國舞台，是與泛歐自由主義的得以展開有相當的關係（Schirm, 2002: 57），這種凱因斯主義同時自各國經濟政策上撤離，不啻相對上為遂行新區域整合提供一種政策的匯合（Ziltener, 2000: 41-42）。

但是，政策的匯合可以算是新區域整合的必要條件，但仍非充分條件，造成新一波區域整合的最大因素，仍離不開八O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迅速蔓延此一因素的發展，在全球大都會化趨勢發展下，歐洲的競爭力已經遠落美國以至日本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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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連亞洲新興工業國家亦虎視眈眈，緊追在後，這種在全球化風潮中落後的憂心，普遍呈現在七O年代末、八O年代初期EC各種文件、報告、與聚會場合中。而推動區域整合的動力，不單純是來自經濟整合的擴散效應，更是來自各國政治企業家的一種由上而下的創議，故有人指出新區域整合是一種「回歸政治」的行動，而新的區域亦如同民族國家，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Hettne, 2003: 28）。

新區域主義既是民族國家因應全球化挑戰下的產物，此一發展未來會帶給世界怎樣的影響，目前仍未有確論，有待更進一步事實的演變，初步看來，藉著區域主義，可將全球化所帶來的威脅與利益互相調和，國家藉著讓渡在經濟、貨幣、外交上的若干權力，可以更加擴大本身的職能（Joffe, 2001: xiv），而若干區域內的邊陲國家，反因區域化而強化其國家競爭力。

不過新區域主義既因受全球化的影響而產生，新區域主義的出現勢必又會反過來對全球化產生影響，因此新區域主義究竟是邁向全球化的墊腳石，還是阻擋全球化的絆腳石，至今仍是尚未明朗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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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南大學公共管理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 先是在公元476 年西羅馬滅亡，西歐陷於四分五裂的處境，而在東羅馬繼續存在的一千多年期間，東羅馬曾征服巴勒斯坦，並號召西歐各國境內十字軍東征，一度有統一羅馬的希望，卻在八世紀被新起的伊斯蘭教所敗，當時歐洲已經分成大西洋的歐洲與地中海的歐洲，東羅馬本身亦於1453 年滅亡；至伊斯蘭教於十六世紀再次進軍西歐，佔領西班牙等地，而羅馬所在地的義大利已成為歐洲的邊陲，遠離大西洋岸西歐；被稱作第三羅馬的斯拉夫，亦在脫離拜占庭的東羅馬帝國後，與西歐分庭抗禮，並塑造日後莫斯科此一第三羅馬的角色，藉著縱貫東西的鐵幕與西方抗


衡（Delmas, 1989: 9-31）。


�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dtv）: Europa-Recht: EG-Grundungsvertrage, Duroparat-Satzung,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 Europawahlgesetz, 5. Auflage, Munchen 1982, S. 149-50. 引自張福昌（2002: 14）。


� 各會員國認為依「優惠關稅區」、「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之經濟整合步驟，EEC發展「關稅同盟」的時機應該已經成熟，因而由執委會委託盧森堡首相魏納（Pierre Werner）著手起草計畫（朱景鵬，1994: 26）。


� Marjolin, Robert. 1989. Architect to European Unity: Mimoirs 1911-86.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P. 347. Quoted in McAllister (1997: 31).


� 該提議建議授權執委會以簡單多數來表決大會預算案的修正案，一旦執委會通過，部長理事會必須以六票中的五票（一國一票）才能否決；如果執委會否決大會提案，部長會議則可以六票中的四票支持執委會；否則就必須採取大會的修正案（McCormick, 1997: 32-33）。





� 不過盧森堡妥協基本上不是一項攻擊武器，而是一項防衛武器﹕只有在其他會員國容忍下，此項否決權才能使用，也即若無其他會員國的同意，一國便無法行使此項否決，並且這項否決只能用來拒絕一個特殊的行動過程，而不准選擇使用在其他用途，例如1982 年英國政府欲否決年度農業價格，卻因其他會員國政府拒絕而失敗（Marks et al. 1996: 351）。





� 儘管「根舍-哥倫坡提案」後來被訴諸高閣，但此一提案所建議的時程，卻與五年後的「歐洲單一法」（1986）簽署完成的時間相符，是「設計」？抑或「偶然」？不禁引人省思（McAllister, 1997: 157）。


� 「盧森堡包裹」有別於「盧森堡妥協」。如前文所示，「盧森堡妥協」發生於1965 年，是戴高樂主張下的非正式規定。而「盧森堡包裹」則是1985 年對EC 條約修正協議的整體，日後轉化成為「單一歐洲法案」的具體條文（Ziltener, 200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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